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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江湖风暴恶、信知行路难——专制体

制与功臣的生存环境 

圈里圈外，戚继光的几多“郁闷”。 

祸从口出，高颎的无妄之灾。 

贺若弼的口舌生祸。 

生死时速，尉迟敬德差一点玩大了。 

引火烧身，侯君集无后悔药可吃。 

左支右绌，一代名相寇准先生的无奈。 

圈里圈外，戚继光的几多 “郁闷 ” 

一、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 

戚继光，字元敬，原号南塘，后改为孟诸，嘉靖七年(1528)十月

生于山东济宁县南的鲁桥镇，先祖皆为明代将领，六世祖戚详曾参与

郭子兴领导的抗元起义军。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之后，戚详仍在明军服

役，在攻打云南一役中战死。明王朝追念其功，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

军，世袭登州卫(今蓬莱县)指挥检事。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治军严

明，精通武艺，袭职之后曾被提升为都指挥和大宁府都指挥使等职。

戚景通为官清廉，不对权贵阿谀奉承，家境十分清贫。后来，戚景通

升任江南运粮把总，因不肯行贿而遭罢黜。 

戚继光出生之际，戚景通已经 56 岁，老来得子，自然非常高兴。

传说戚继光出生时，夜晚天空上繁星闪光，第二天清晨，朝霞映照着

的鲁桥，与房前的红枫及苍松辉映浑然一体。戚景通便将自然界的美

好景象与初生男孩的未来联想起来，起名“继光”，希望儿子成人之

后能继承光大先祖业绩。 



戚继光常年受父亲的熏陶及教诲，深深了解身为武人所必备的文

武二道。他 9 岁时便以泥土碎石为垒，削竹子为旗杆，以纸旗为号，

指挥颇有条理。12 岁时，戚景通因居室颓圮，请工人修建一座四户

两楹的新居。 

按当时的规定，将门之家可装 12 扇雕花的门户。工人对戚继光

说:“公子应向老爷请示装 12 扇门，以便让房子显壮观啊！”戚继光

向父亲请示，没想到遭戚景通的斥责:“你怎能贪营华屋！你能立身

守此，以奉祭祀，我就知足了！不然，即使现在是四户，将来也保不

住啊。”戚继光大吃一惊，问道:“如何才能做到您说的立身呢？”

景通答:“读书！读书在于认识忠孝廉洁。否则，读书也无用！”还

有一次，戚继光穿了一双很讲究的丝履，马上遭来戚景通的一顿训斥，

指责他小小年纪就如此奢华，长大之后还不变本加厉！将来成为将官，

还不侵吞兵士粮饷！ 

戚继光的青少年时代并非在安逸中度过。10 岁那年，母亲王氏去

世，生活更加拮据。17 岁时，父亲深染重病，命他入京袭官。临行

前，父亲对他说:“咱家的家产变卖之后，都在这里了，你一定要谨

慎使用。”戚继光说:“儿子当求如何增益，怎么敢浪费父亲大人您

的遗产。”到了秋天，戚景通去世，生活的担子由戚继光一肩扛起。 

为了照顾家庭，第二年冬天戚继光娶妻，家计的负担稍稍减轻。

戚继光世袭了登州指挥检事后，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曾在一本兵

书的空白处写下这样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句话

道出了戚继光的心声，也为他日后的事业埋下了一个伏笔。 

二、 “当今之虎臣，振古之名将 ” 

有鉴于唐代藩镇的跋扈，明代开朝之初即有重文轻武的倾向，经

过一个世纪的更迭之后，文官集团进入成熟阶段，社会地位也达到了

巅峰，武官的地位则跌入了历史的谷底。将领们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但影响力往往不如文人一篇瑰丽的文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军备供给和军事制度方面难免受到影响。明

初，任命军官多以“世袭”的形式子承父业，过了 100 多年之后，情

况有了改变，有志成为军官者只需通过考试，及格便可取得晋升的机

会。但是事实上，通过考试而成为高级将领的屈指可数。考试内容着

重于刀枪弓马等技术的娴熟与否，完全忽略了军事战略的考查。因此，

培养出来的将领皆为一介武夫，缺乏运筹帷幄的谋略，只得任用文官

加以指挥。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等均由文官把持。这样的军事体

制潜伏着危机，正统十四年(1449)发生“土木堡之变”，明军惨败，

暴露出明代军事制度的致命弱点。但是，军队情况仍没有得到改进，

军事力量持续衰退。文官们认为，只要在他们的任期内天下太平，任

何军事改革计划都是多此一举。 

明朝规定，常备军由军户提供，每户出男丁一人，代代不变。设

立军户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维持兵员的充沛，二是保障民户不受征兵

影响。此制度随之而来的流弊是: 初期被纳入军户的民户多非出于自

愿，或仅限于权宜之计。于是，各个驻兵的卫所里，士兵逃亡的情形

屡见不鲜。到了承平时代(除了西北方之外)，各卫所的不少土地被军

户变卖，士兵的员额更是严重不足，有些士兵甚至被军官当成仆役或

是运输劳工。 

与军户制度一样，军队的补给制度也是问题颇多，盘根错节且账

目不清，由于无法把补给点与补给线根据情势作一个全盘的规划，所

以时常出现供应不足，起初的规定与现实状态格格不入，尽管有局部

的修改，但仍无法避免捉襟见肘的窘境。另外，军队的装备也日益落

后。明代不缺能工巧匠，但多数被征召至京城为皇帝的禁军制造精美

的甲冑，一般的部队只能穿衬以小铁甲的军服。至于武器方面，缺乏

统一的规格，由各地府、县制造，质量实在不敢恭维。以上种种问题，

使明军的作战能力弱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军备力量遭到严重削

弱的情况下，倭寇的侵扰对明王朝更是雪上加霜。 



“倭寇”不同于海盗，海盗多为乌合之众，烧杀掠夺之后随即呼

啸而去；倭寇则不然，除了登陆建立根据地之外，还攻击城池。倭寇

的祸害早在元末明初便已初显端倪，至嘉靖年间最为猖獗。明代初期，

国力强盛，朱元璋先后派汤和、周德兴等将领在山东至福建的沿海各

地修筑城堡，严加防卫，因此未酿成大患。15 世纪后期，日本进入

战国时代，各封建诸侯为了争权夺利，彼此争战不已，在战争中产生

的溃兵败将，也就是所谓的浪人便沦为海寇。还有部分日本商人，由

于明朝对贸易加以限制，牟利无门，也沦为海盗。然而海盗并非全是

日本人，中国人也不在少数，往往还担任高级头目。自宣德年间开始，

边将及朝廷中的权贵、宦官大肆侵夺军卫屯田，士族不堪剥削，相继

为盗，此外，明代禁止民间海运通商虽有明文规定，但往往无法执行，

东南沿海的走私贸易由来已久，中国政府海上巡逻力量所不能到达的

近陆岛屿就成了走私贸易的港口。在没有一个可以解决贸易时纠纷的

机制下，10 多名有实力的中国船主以武力为后盾，充当仲裁者，逐

渐掌握了海上的话语权，成为海盗头目，如徽州的王直，他以日本平

户为据点，自称“五峰大舶主”。当明王朝厉行海禁之时，沿海的一

些商人豪富因利益遭受打击，便与流窜海上的海盗商人及倭寇互相勾

结。 

倭寇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明政府不得不采取较为强硬的策略，

然而冲突一开，明王朝在政治与军事上的虚弱即刻暴露无遗。一旦与

敌交锋，明军将士往往是溃不成军，望风而逃。按嘉靖年间统计，浙

江卫所，平均每卫 1104 人，仅是原数 5000 人的五分之一、福建约为

二分之一左右，广东也约为五分之一上下。至于战船、哨艇，仅“十

存一二”，军伍不振，战守无资，海防之废弛，可见一斑。 

嘉靖二十六年(1547)，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提督福建沿

海军务，主司抗倭。朱纨上任之后首先攻下倭寇巢穴“双屿港”，擒

杀通倭商人李光头，之后又在福建擒杀另一头目许栋，并设立了沿海

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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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纨在剿寇中处死了一批通倭的商民，引起在朝闽浙官员的强烈

反对，因为朱纨断了他们通倭的财路。这些官员诬指朱纨处死通倭商

民乃是“擅杀良民”，群起而攻之。朱纨人单势孤，大叹“去外国盗

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尤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朱

纨惨遭罢黜治罪，冤恨难平服药自尽。朱纨死后，他一手建立的浙闽

防线被撤除，负责抗倭的巡抚官也被罢免。自此，“中外摇手，不敢

言海禁事”，倭害愈演愈烈。 

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政府为了抵御蒙古鞑靼部南袭京城，把

蓟州列为边镇，从山东、河南抽调官兵戍防。当时的蓟州是指山海关

到居庸关一线，戚继光每年都率兵到这一带驻守，一连五年奔走在登

州与蓟州之间。其间，戚继光曾参加会试，适逢鞑靼入侵密云、顺义、

通州等地，京城大震，戚继光两次上书，献御敌方略。从此，朝中许

多主持军务的官员对戚继光倍加赞赏，兵部主事计士元在一封推荐信

中说，戚继光“留心韬略，奋迹武闱。管屯而俗弊悉除，奉职而操持

不苟”。 

嘉靖三十二年(1553)，戚继光被提拔为山东都指挥检事，主管山

东的防倭军务。他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熟悉倭寇的活动规律。当

时的船舰以帆船为主，船只的航行及靠岸地点与风有很大的关系。一

般而言，倭寇活动最猖狂的时候是三、四、五月或是九、十月间。掌

握了这一规律之后，戚继光便按时按地设防。当时山东防务空虚，纪

律松弛，老资格的军官大多轻视这位年轻的将领，其中一位资深军官

自恃是戚继光的舅父，屡屡无视戚继光的号令。为了建立自己的威信，

他以上司的身份当众处分舅父，事后再以外甥的身份赔罪。经过戚继

光的大力整顿，军队风貌迅速得到改善。 

嘉靖三十四年(1555)秋，戚继光升为参将，由山东调到浙江，镇

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嘉靖三十六年(1557)，戚继光随俞大猷清

剿岑港倭寇，久攻不下，戚继光被解职，但仍“戴罪办贼”，次年攻

下岑港，官复原职。鉴于明军腐败成风，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



招募了一支部队，号称“戚家军”。嘉靖四十年(1561)，一支崭新的

水师建成，同年，爆发了著名的台州战役，戚家军大败倭寇，戚继光

以军功升任都指挥使。 

嘉靖四十年(1561)五月，倭寇集结约一万余人，大举侵略浙东沿

海台州府一带，兵分两路进攻台州和宁海。戚继光闻讯立即亲率主力

前往宁海，戚家军行军迅速。到达宁海时，正在烧杀掳掠的倭寇被扼

住去路，双方在龙山展开第一波决战，倭寇大败，余部流窜至雁门岭。

雁门岭在温州以西，地势显要，易守难攻，戚家军经历一番激战，终

于拿下了雁门岭。与此同时，台州县城也是岌岌可危，戚继光立即率

领在温州的戚家军回身搭救台州县城。在战斗中倭寇故意将金银财宝

散落在地上欲吸引戚家军捡拾，可是戚家军军纪严明，无人去捡。倭

寇奸计未能得逞，戚家军一阵冲杀，倭寇溃不成军，戚继光部将陈大

成、王如龙乘胜追击，一路追杀到瓜陵江，将倭寇全数歼灭。 

嘉靖四十一年(1562)之后，戚继光连续在横屿、牛田、林墩三次

战役中大获全胜提升为副总兵，驻守温州、台州、福宁等处。由于连

年征战，部队的补给出现问题，戚继光上书请求朝廷给予他“统一浙

福之责”，并配以“节制调度之权”。在福建巡抚谭纶的协助下，戚

继光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升任总兵，在仙游之役中，以寡击众，大

败倭寇，福建境内的倭患，终于得以平息。 

嘉靖四十五年(1566)，北方外患严重，明王朝决定将戚继光北调，

防守长城一线，这为他的戎马生涯开启了新的历程。 

尽管任务更艰巨，他仍有雄心创立一番事业，可惜在守旧大臣的

阻挠下，朝廷只授予他“神机营副将”一职。第二年，在执政大臣谭

纶的保荐下，朝廷任命戚继光管辖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等地的军

务，职权相当于总督。自戚继光镇守蓟州之后，经过 10 多年的边疆

戍守，北方边境逐渐安定下来。戚继光守边有功，官升至太子太保、

左都督，在援辽东一役之后，又加封太子少保。 



嘉靖三十九年(1560)戚继光完成了重要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

在书中，他指出建军方案的核心部分是确立铁一般的军法。军法的精

神在于“集体负责”，即所谓“连坐法”，一队和一哨的官兵要互相

保证在作战中勇往直前，不得退却。一人退却一人被斩首，全队退却

队长被斩首，队长殉职而全队退却则全队被斩首。 

戚继光抗倭期间还改革了军制，招募流亡农民和矿工，精选 3000

人组建新部队。这些士兵大多受过倭祸之害，戚继光就以“保国卫

民”训导官兵，同时严肃军纪，实行“连坐法”，使部队的战斗意志

高昂。他还摈弃旧式“看武艺”的训练法，采取了“鸳鸯阵”等新战

术，建立了队、哨、营等新编制，调度较灵活。戚继光还注重研究葡

萄牙和日本的新式火器，仿制出鸟铳和“佛朗机”炮，部队进入了冷

热兵器混用的阶段。 

三、生不逢时时人惜之  

戚继光辉煌的功业，与当时明朝的政治气氛相形之下，近乎是一

个奇迹。如果光凭谭纶的支持，戚继光势必无法完成他所有的计划，

幸运的是，他在朝廷有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

﹐世称张江陵，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张居正在戚继光奉命北调

前数月被拔擢为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在史书中普遍被认为是有雄才大

略，一心改革的政治家。他给了谭纶和戚继光极大的支持。 

戚继光到蓟州后不久，发现自己有其他将领没有的优势，即他可

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军备的整治，不必劳心政治上的斗争，因为所有跟

政治有关的大事小事都有总督(谭纶)与大学士(张居正)的妥善安排。

张居正本欲授予戚继光“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因群臣反对，又因

这一官衔前所未有而搁置，但这足以说明张居正对戚继光的信任。授

衔不成，张居正又寻找别的途径支持戚继光: 他将原镇守蓟州的高级

将领一一调离蓟州，以减少戚继光在蓟北重整军备时受到的牵制。 



即便是在父亲去世、离职归乡葬父期间，张居正也没有中断对戚

继光的支持。为了不让戚继光产生不安全感，他以私人信函告知了预

定接替蓟辽总督的人选。该人选乃是梁梦龙，在翰林院与张居正有师

生之谊，仕途方面也多为张居正提拔，因此张居正在信中说“蓟事已

托之鸣泉公，渠乃孤之门生，最厚，谅不相负”。戚继光对于张居正

的如此信任自是不胜感激，为了保证张居正返江陵葬父之行的安全，

戚继光派了一个连的鸟铳手做护卫，张居正选择了其中六名随行，这

些举动表明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非同寻常，也为戚继光悲凉的晚年

埋下伏笔。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弊端就是山头林立，结党拉派，党同

伐异。一个人是否可信，是否能在政治上委以重用，很大程度上不是

根据他的才能，而是看他是否是“圈子里”的人。明代中后期政治黑

暗，党争激烈，倾轧不已。在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中，许多功臣名将

举步维艰，动辄得咎，稍有不慎前程尽毁，不得善终。戚继光就比较

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现象。 

戚继光的晚年也陷入寂寞与凄凉中。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去

世，平日遭张居正贬抑的朝臣群起反扑，纷纷攻击张居正，先前深受

张居正支持的戚继光不免也受牵连，一位急欲取代戚继光的部将，四

处散布流言飞语。还有人上疏说戚继光“先在闽浙，战多克捷；今来

蓟镇未效功能，乞改南，以便其才”。朝廷就用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

于万历十一年(1583)将戚继光调守广东。此时广东沿海已无倭乱，此

番调动对戚继光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履职途中，他回到阔别多年

的老家，对故乡的眷恋及南调的失落感，让他萌发了归隐山林的念头。 

万历十三年(1585)，他以肺病复发为由上书请退。退役之后，戚

继光以一种“飞鸟尽，良弓藏”的心情回归故里，在最后的岁月中，

他只能靠修立家庙、整理书牍来排遣自己的寂寞和郁愤。临终之前，

他的妻子也遗弃了他。曾统帅 10 万大军，素以慷慨著称，对朋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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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豪爽的将领，被斥退之后竟至家徒四壁，凄凄惨惨。万历十五年

(1587)十二月十二日，戚继光在贫病交迫中悄然去世。 

点评 

戚继光的悲剧不是个人悲剧，而是中国集权专制制度不可破解的

怪圈。在“人治”的集权制度下，必然产生山头主义。因为既然要靠

人来治理国家，当权者必定启用自己的心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政权

的顺利运行。 

作为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要想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愿望，施展

自己的才华，向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上级张居正输诚纳忠也就成了他唯

一的选择。当他通过张居正获得这样的机会之后，实际上也就投靠了

张居正的山头，无论他愿意不愿意——事实上，所有的人都把他看作

是张居正的人。 

一朝天子一朝臣，当张居正轰然倒塌时，他的命运也就注定是个

悲剧！也许有人会对戚继光投靠张居正表示不满，责怪他不能保持中

立或一心只忠于国家，但看看被弃置数十年、几乎荒废了整个人生的

海瑞，就会发现向张居正效忠是他为自己赢得报效祖国平台的唯一途

径！ 

要么他像海瑞那样，以荒废终生为代价，保全自己的独立人格，

让后人洒一掬同情之泪；要么他投靠张居正，在实现自己杀敌报国的

愿望之后，被作为张居正的党羽弃置——因为山头政治中没有常胜将

军，在他投靠张居正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的悲剧性结局！ 

祸从口出，高颎的无妄之灾 

唐太宗和大臣房玄龄等人议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最好的政

治家心系国家大业。当年诸葛亮让廖立守边，让李严迁夷地。诸葛亮

死后，廖立、李严悲泣异常。如果诸葛亮不是对国家尽心尽力，执法

公平，他哪里能得到属下的如此爱戴。高颎身为隋相，公平识治体。

隋朝的兴亡与高颎的生死是联系在一起的。朕仰慕前世明君，各位也



要效法这些贤良的大臣啊！”在这里，唐太宗把一个人和中国历史上

鼎鼎大名的贤相诸葛亮并列，认为隋朝的兴亡与此人的在位、去职和

被杀害紧密相连。能在唐太宗心目中有如此地位的人，就是隋朝第一

功臣高颎。 

一、君臣相得挽手共进  

高颎(541—607)，字昭玄，隋朝杰出的政治家、著名的军事家、

谋臣。高颎之父高宾曾在北齐为官，因避谗而投奔北周。北周大司马

独孤信引其为僚佐，并赐姓独孤氏。高宾官至鄀州刺史，等到位尊权

贵之后，又被追赠礼部尚书、渤海公。 

高颎“少明敏，有器局，略涉书史，尤善词令”。高颎幼年时，

家中有一棵柳树高达百尺，犹如盖子一样，村中的老人便说:“此家

当出贵人。”此话后来果然应验。高颎 17 岁时，被北周齐王宇文宪

引为记室。北周武帝时，袭爵武阳县伯，除内史上士，不久又迁下大

夫，后因平定北齐有功而官拜开府。宣帝即位后，高颎还追随越王宇

文盛讨平隰州稽胡叛乱。 

北周大象二年(580)五月十一日，宣帝宇文赟病逝。静帝宇文衍

年幼，左丞相杨坚专政，图谋禅代。杨坚知道高颎精明强干，通晓军

事，多谋善断，想得到他的辅佐，于是派邗国公杨惠前去示意。高颎

预感杨坚今后必成大业，欣然承命说:“愿受驱驰。纵令公事不成，

颎亦不辞灭族。”杨坚十分感动，任命高颎为相府司录。从此，高颎

成为杨坚的心腹之臣。 

杨坚为预防北周宗室生变，以千金公主将嫁于突厥为借口，诏命

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尉迟迥(北周文帝宇文恭外甥)威望素

重，杨坚恐有异图就以葬宣帝为名，诏其子尉迟敦入朝，并以韦孝宽

为相州总管，赴邺(今河南安阳)取代尉迟迥。尉迟迥因害怕杨坚专权

对北周不利，公开起兵反对杨坚。杨坚调发关中兵，令韦孝宽为行军

元帅，讨伐尉迟迥。 



尉迟迥反叛后，韦孝宽率大军自洛阳进驻河阳(今河南孟县南)。

尉迟迥军此时正围攻怀州(今河南沁阳)，韦孝宽立即命宇文述等将其

击破，然后率军东进至永桥镇东南。韦孝宽为了歼敌主力，说服诸将

避开坚城，引军进屯武陟(今河南武陟西)。这时尉迟迥已派其子尉迟

敦率军 10 万进抵武德(今河南武陟东南)，在沁水东岸布阵。当时恰

好遇到沁水暴涨，两军隔水对峙。杨坚怕诸将不能齐心，打算派崔仲

方前去监军，但崔仲方以父在山东为托词，叫刘昉、郑译去。刘昉说

他没有带兵打过仗，郑译则说母亲年迈不便远行。正在杨坚为无人可

派大伤脑筋之际，高颎自告奋勇请命前往，杨坚非常高兴，委任高颎

为监军。 

高颎到达前线后，当即命令在沁水架桥、准备发起进攻。尉迟敦

从上游放下火筏，企图焚桥；高颎下令士卒在上游构筑水中障碍“土

狗”(前锐后广，前高后低，状如坐狗的土墩)，以阻止火筏靠近木桥。

尉迟敦挥军稍退，准备等韦孝宽的部队渡河，至河中时再发动攻击，

韦孝宽乘机令部队擂鼓齐进。全军渡过河之后，高颎又下令焚桥，以

绝士卒后撤之心。韦孝宽军奋力猛攻，大获全胜。尉迟敦仅单骑逃往

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韦孝宽军乘胜追击，直趋邺城。此战，高颎

以“土狗”阻拦火筏，对作战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部队到达邺城后，尉迟迥把全部兵力集中到城南，准备决一死战。

韦孝宽军进攻受挫，被迫撤退。高颎与宇文忻、李询等设计: 先射杀

那些在一旁的观战者，造成混乱，然后乘势冲击。观战的士民一看自

己成了耗子，果然纷纷逃散，喊声震天。宇文忻趁机散布传言，大声

呼叫:“贼败矣！”韦军士气大振，乘乱进击，大败尉迟迥军，尉迟

迥自杀。至此，尉迟迥举兵 68 天即宣告失败。叛乱平定后，杨坚更

信任高颎，进位柱国，改封义宁县公，迁相府司马。 

二、辅佐二主统一南国  



北周大定元年(581)二月，总揽北周大权的大丞相杨坚废周立隋，

是为隋文帝。同月，隋文帝拜高颎为尚书左仆射，进封渤海郡公，朝

臣无人能比，以至隋文帝“每呼为独孤而不名也”。高颎知道自己权

势甚高，定会招人忌恨，便上表皇帝，请求让位于另一功臣苏威。隋

文帝准备同意此事，让其只担任仆射。几天后，隋文帝却说:“苏威

曾为前朝服务，高颎推举他，他才有今天的声望。进贤的人理应受赐，

怎么能让高颎辞官呢？”又让高颎复职，不久又升为左卫大将军。在

这以后近 20 年的时间里，高颎辅佐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各

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政治方面，开皇元年(581)，高颎奉命与郑译、杨素等修订刑

律，制定新律。新律废除了枭首、身及鞭刑，减轻了徒刑，还取消了

一些讯囚酷法，如用大棒、束杖、车辐、压踝之类。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因为长安旧城自汉以来屡经战乱，日久

凋残，在苏威、高颎等人的谋议下，决定建新都，高颎为新都大监，

“制度多出于颎”。新都的建立为后来唐代长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经济方面，针对当时户口隐漏、人口依附私家的现象，高颎创

制了有名的“输籍法”。 自北齐以来，很多贫苦农民沦为豪强的荫

户，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隋朝建立之初，曾在全国大规模统

计户口，使 160 多万人新编入国家户籍。然而高颎认为，单单统计户

口是不够的，政府虽然每年按定额征收租调，但军事的调发，徭役、

差役的征用，都和户等有关，因此，地方官吏随意划定户等，成为统

计户口的最大障碍。为了使农民自愿离开豪强，做国家的编民，高颎

建议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叫作“输籍定样”，然后将定样颁

布到各州县，每年一月五日，由县令派人到乡村，以 300—500 家组

成一团，依定样确定户等，写成定簿，即“输籍法”。输籍法实施后，

大量隐漏、逃亡的农民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民，仅仅五六年，户口数

就由四五百万户激增至七百万户。国家税收随之增加，很快就“中外



仓库，无不盈积”。高颎创制的“输籍法”，在发展社会经济，增强

国力，巩固新王朝的统治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军事方面，高颎的表现也很突出。隋朝建国后，虽然政局安定，

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但仍然面临着两大威胁: 北方突厥的

滋扰，南边陈朝的虎视。高颎在完成征讨突厥、平定陈朝这两项任务

的过程中，又立下了汗马功劳。突厥在边关屡次为患，高颎奉诏镇守

边塞，以确保北部边境安全。他不辱皇命，特别是平陈战争，起了重

大作用。高颎主张收揽江南朝野人士的人心，瓦解他们的斗志，待条

件成熟，大军渡江，一鼓成擒。开皇元年(581)，杨坚根据高颎的推

荐，派贺若弼为吴州(今苏州市为中心的江南东部地区)总管，镇广陵

(今扬州市)；派韩擒虎为庐州(今安徽省合肥一带)总管，镇庐江(今

安徽省庐江县西南)，命他们筹划平陈之事。开皇二年(582)隋军南征，

高颖为行军总管，作试探性攻击。出兵后，陈宣帝陈顼死讯传到，高

颎以“礼不伐丧”为理由，停止进攻，班师回朝，进一步收买了人心，

提高了隋朝的声望。 

开皇七年(587)八月，隋进兵江陵(今属湖北)，兼并萧梁，扫除

了南进障碍。十一月，隋文帝问高颎伐陈之策。高颎说:“江北地寒，

收获稍晚；江南气温高，水田庄稼熟得早。我军趁江南收获季节稍稍

集中兵马，扬言要出战江南。陈军看到这种情况，必定会屯兵守御，

这就可以耽误他们的收获时间。一旦陈军集中军队，我军就解散军队。

如此反反复复地这样干，陈军必定习以为常，大意起来。我军再调集

军队，陈军也不会相信我军要出兵。在他们犹豫之际，我军乘机渡江

作战，士气必定高涨。江南土质不好，房子都是竹子茅草做的，所有

积藏，都不在地窖里。我军暗派奸细乘风放火；如修复，则再烧之。

如此这般搞它几年，陈国的财力自然就枯竭了。”杨坚按照高颎的设

想去做，果然收到了很理想的效果。 

开皇八年(588)十月，隋文帝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设淮南行台省，

以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主管灭陈之事，集中水陆军 51.8 万人，



分八路攻陈。高颎时任晋王杨广元帅长史，杨广虽为主帅，但不懂军

事，所以“三军咨禀，皆取断于颎”。 十二月，隋军兵至长江，随

即发起进攻，各路隋军势如破竹，进展迅速。开皇九年(589)正月二

十日，隋军攻入建康(今南京)，俘陈后主陈叔宝。 

此战结束了东晋以来南北纷争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高颎

因功加授上柱国，进爵齐国公，赐锦缎万匹，定食千乘县千五百户。

隋文帝慰劳他说:“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

青蝇所间也。”高颎提出让位，隋文帝不准，下诏对其褒奖:“公识

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自

朕受命，常典机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

幸无词费也。” 

开皇十九年(599)二月，突利可汗奏报都兰可汗准备攻击大同城

(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隋文帝命汉王杨谅为元帅(实际未亲临

前线)，由高颎从朔州(今山西朔县)，尚书右仆射杨素从灵州(今宁夏

灵武西南)，上柱国燕荣从幽州(今北京城西南)，分三路进击突厥。

四月，高颎命上柱国赵仲卿率兵 3000 为前锋，进至族蠡山(今山西右

玉北)，与突厥相遇，连战七日，大破突厥；隋军继续追击至乞伏泊(今

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东北黄旗海)，再次大败突厥，俘虏千余人，

杂畜万计。这时，都兰可汗亲率大军赶到，将隋军团团包围。赵仲卿

命部队列成方阵，四面拒战，坚守五天后，高颎率领大军赶到，大破

突厥，都兰可汗败逃，后被部下所杀。高颎率军一直追过白道(今内

蒙古呼和浩特西北)，越过秦山(今内蒙古大青山)700 余里，然后班

师回朝，又立了一大功。 

一直以来，隋文帝对高颎十分倚重。高颎深避权势，多次辞让官

爵，但都被隋文帝拒绝，足见君臣相得之深。高颎时常坐在朝堂北侧

的槐树下处理政事，由于此树不成行列，有司准备将它砍去。隋文帝

颁下特命不许砍掉此树。后右卫将军庞晃、卢贲等在隋文帝面前中伤

高颎，文帝大怒，将他们全部罢官，并对高颎说:“独孤公犹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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